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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智时代，员工-AI 协作成为重要的工作模式。在此背景下，探究员工-AI 如何协作，

为何会采取不同协作模式，不同协作模式会带来何种影响以及如何进行干预成为重要研究

问题。为此，本研究针对员工-AI协作的类型、前因和后果开展了一系列探索。首先，基于

能动性和交互度双重维度将员工-AI协作模式划分为增强型、共生型、辅助型和替代型四类，

并开发相应量表。其次，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从“员工-AI-任务-组织”四方面识别员工-

AI协作的影响因素，并从组态研究视角探究四方面因素的协同效应。最后，基于认知-情感

系统理论，引入认知和情感双重机制，并提出四种针对性干预措施，以揭示不同员工-AI协

作模式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和工作幸福感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将拓展员工-AI协作研究，为实

现员工与 AI 高效协同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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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作为驱动科技发展、产业优化和生产力整体跃

升的关键力量，其战略性作用和基础性地位日益凸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将人工智能列为数字经

济重点产业。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

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在此背景下，大量组织积极拥抱 AI，落

地多种应用场景(Chowdhury et al., 2023)。例如，西门子工厂引入 AI 与工程师协同优化生产

流程，招商银行引入 AI 与分析师共同识别预警信贷风险，美团外卖引入“超脑”系统协助骑

手规划最优路线……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5 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78%的组织已

经引入 AI 与员工共同工作，使得员工-AI 协作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作模式(王振源，姚明

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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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AI 协作，是指员工与 AI 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以实现特定工作目标的过程(尹萌，

牛雄鹰，2024)。然而，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员工与 AI 之间的协作都能发挥积极作用(Jia et 

al., 2024；Yin et al., 2024)。德勤通过 152 项 AI 项目的调查发现，47%的项目存在员工与 AI

协作困难的问题。在制造行业，工厂因盲目推行全自动协作机器人，导致技师群体爆发“技

术性罢工”（何江，闫淑敏，2024）；在医疗行业，医院引入 AI 辅助医疗诊断后，部分医生

出现偏好 AI 判断的倾向，导致错误决策(Jussupow et al., 2021)；在创意行业，文本生成工具

虽降低写作门槛，却带来了技能空心化，引发作家群体对“思维外包”的集体焦虑(Liang et 

al., 2022；黄炎一 等，2025)……以上这些问题警示我们，员工与 AI 之间可能存在多种不同

的协作模式。AI究竟是工具还是伙伴？员工与AI究竟各司其职还是紧密互动？倘若不加以

区分，很容易陷入一刀切的误区，致使员工-AI 协作效果大打折扣。为此，厘清员工-AI 协

作模式，揭示不同员工-AI协作模式的形成原因和影响效果，针对性地进行干预管理，对于

促进员工-AI 高效协同以及提升 AI 的组织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顺应这一趋势，组织中员工与 AI 的协作成为重要的研究热点。当前研究主要经历了

“人对 AI 的单向反应”、“人与 AI 的行为互动”和“人与 AI 的协同共存”三个阶段，研究从实

验室逐渐转向实地场景(张志学，贺伟，2024)。尽管这些研究为员工-AI 协作的科学治理提

供了一定的启示，但仍有一些理论问题值得探索。 

首先，员工-AI协作构念不清晰，内涵界定不一，且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虽然学者们

尝试划分了不同类型的员工-AI协作模式，但现有的分类视角较为单一，未能很好地区分不

同类型的协作模式(Cummings & Bruni, 2010；Makarius et al., 2020)。考虑到员工-AI 协作涉

及到两个主体，且主体间存在交互，因此有必要从双重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协作模式，以明

确不同类型员工-AI 协作的特征。此外，目前员工-AI 协作缺乏有效的测量工作，导致实证

研究开展困难，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员工-AI 协作开发相应量表。其次，对员工-AI

协作影响因素的研究热衷于探索单个影响因素的“净效应”，而忽视多重因素的联合效应和

互动关系。员工-AI协作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却倾

向于探究单一因素的独立影响(尹萌，牛雄鹰，2024)，鲜有针对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

整体性和系统性探索。第三，目前关于员工-AI协作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结论不一，且缺

乏对不同类型员工-AI协作模式影响效应的探究，同时缺乏对认知和情感过程的全面关注。

尽管有学者探讨了员工-AI 协作的“利”与“弊”，但协作效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积极或者消极，

而与协作的不同类型有关(Guo et al., 2025；李晓曼，陈丽，2024)。此外，现有研究多聚焦

于协作过程中员工的认知感受，忽视了情感的重要作用(Bankins et al., 2024)，因此有必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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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认知双视角揭示不同类型员工-AI协作模式影响员工工作结果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并

在此基础上探究员工-AI 协作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员工-AI 协作效果与干预措施提供更为完

整全面的理论图像。 

鉴于上述现实难题和理论不足，本研究聚焦于数智时代的员工-AI协作开展如下系列研

究：首先整合能动性和交互度视角，基于双重维度划分员工-AI协作的不同类型，并针对性

开发测量工具；其次，采用组态视角探究“员工-AI-任务-组织”四方面因素对员工-AI 协作的

交互作用和联合效应；最后，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探讨不同类型员工-AI 协作影响员工

工作结果的作用机制，同时揭示不同管理干预措施的调节作用。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三

个相互关联的子研究系统地厘清和界定员工-AI协作的类型和测量，并探索其前因和后果，

全面揭示员工与 AI 的协作过程，以期为员工和组织积极适应与优化人机协同工作模式，提

升人机协同工作效果提供科学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2 文献综述 

2.1 员工-AI 协作的概念内涵 

尽管人与 AI 协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以往研究尚未形成关于人-AI 协作定义的统

一标准，原因在于大多数文献主要聚焦于如何改进人工智能算法和模型以使其更好地与人

类合作，却并未明确人-AI 协作本身的概念，存在概念交叉和模糊的问题。其次，人-AI 协

作的主体可能是人与人工智能、人与会话代理等，主体多样并且各主体之间界线不清晰。

除此之外，人-AI 协作可用多种形式表述，如人机合作、混合智能等。表 1 总结了以往学者

给出的人-AI 协作定义。 

表 1 人-AI 协作内涵 

术语 内涵 学者 

Human-Agent Joint 

Activity 

人机联合活动 

由相互协调的一群参与者执行的一组扩展的动作，至

少涉及四个基本要求：所有参与者必须（1）签订协

议，即基本契约，参与者需要一起工作；（2）在他们

的行动中可以相互预测；（3）相互指导；（4）保持共

同点 

Gary & David (2004) 

Human-automated 

planner collaboration 

人-自主体合作 

人和自主机器以协调同步的努力解决基于共享概念的

问题 
Cummings & Bruni 

(2010) 

Human-AI Teams 

人-AI 团队 

人-AI 团队是两个或多个主体的混合实体（每个主体

至少有一个是人类或人工智能），他们相互依赖并执

行共享任务，以实现相同的有价值的目标 

Nathan et al. (2018) 

Human-AI 

collaboration 

人-AI 协作 

构建人类与 AI 协同增效的关系网络，通过智能体间

的动态互动实现集体智慧的涌现 Kong et al. (2023) 

Human-AI 

Cooperation 

人-AI 合作 

人和 AI 对任务有相同的执行功能性，但表现有差

异，人类需要选择由谁执行任务，以解决问题，而结

果的最终责任由人类承担 

Kazuo & Seiji (2020) 

Hybrid Intelligence 人类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做出有意义的决策，执行适 Dellerman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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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智能 当的行动，实现人类或人工智能无法单独完成的复杂

目标，并通过相互学习不断改进 

(2019) 

由表 1 内容可知，尽管目前人-AI 协作的概念内涵存在差异，但仍具有共性。绝大多数

研究认为人-AI 协作的根本目标是提高绩效，其本质是依据特定标准在人和 AI 之间分配任

务，以最终完成工作。据此，将员工-AI 协作定义为员工与 AI 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以实

现特定工作目标的过程。 

2.2 员工-AI 协作的分类与测量 

员工-AI 协作，因界定视角不同产生了不同协作模式。经梳理发现，现有关于员工-AI

协作的分类研究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能动性(Agency)和交互度(Interaction)。早期，学者

们主要根据协作过程中对任务过程的控制力和决策权对员工-AI 协作进行分类，如

Cummings 和 Bruni (2010)针对人与自动化协作建立了五级连续模型，从完全人工操作、混

合但以人为主、平等分工、混合但以自动化为主、到全自动执行。Raisch 和 Krakowski 

(2021)提出二分法理论框架：增强型智能和自动化智能，其中增强型智能强调人机协同增

效，自动化智能则侧重流程替代。Gama 和 Magistretti (2025)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三元

应用模型，提出了“替代-强化-揭示”三维度框架，系统阐释了 AI 赋能创新的跨层机制。

Huang 和 Rust (2018)的技术演进模型指出，客户服务智能依次经历机械智能、分析智能、

直觉智能、同理心智能四个阶段，其能动性与自主性呈梯度增强。国内学者亦从 AI 的角色

提出了协助者-替代者二元模型(王欣等，2021)。蒋建武等人(2024)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元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 AI 的能动性将其划分为辅助智能、增强智能、管理智能和自主智能四种。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基于员工-AI协作过程中的交互频率和交互深度进行划分。随着智能

技术的发展，协作模式呈现动态演进特征。Sowa 等人(2021)根据人机协作的交互模式将其

划分为分离、互补、相依和混合四种协作形态。Makarius等人(2020)按应用广度与智能深度

构建六维交互体系，划分为仿真系统(类人认知)、自治系统(自主决策)、增强系统(能力扩

展)、共生系统(双向学习)、自动化系统(流程替代)、放大系统(预测辅助)等典型范式。

Gomez 等人(2025)的研究根据交互模式将其划分为 AI 优先协助、AI 跟随协助、二次协助、

请求驱动的AI协助、AI引导的对话式用户参与、用户引导型交互调整、委派七种类型。李

晓曼和陈丽(2024)从认知交互维度将其区分为人机增强型与人机阻滞型交互模式，为理解

人机协作效能差异提供了新视角。 

表 2 总结了目前的员工-AI 协作模式分类和测量方式。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关于员工-

AI 协作的分类研究还主要停留在理论阶段(Gama & Magistretti, 2025; Gomez et a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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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 Rust, 2018; Makarius et al., 2020; Raisch & Krakowski，2021; Sowa et al., 2021)，少

数的实证研究也大多采用实验的方式(Cummings & Bruni, 2010；王欣 等，2021)，缺乏成熟

量表对其进行测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证研究的开展。尽管 Guo 等人(2025)、李晓曼和

陈丽(2024)通过实地研究采用量表对人机交互模式进行了测度，但这些量表维度单一且相

对零散，亟需开发更为全面和成熟的量表。 

表 2 员工-AI 协作分类与测量 

视角 作者 类型 研究类型/方法 量表 

能动性 

Cummings & Bruni 

（2010） 

完全人工操作 

混合但以人为主 

平等分工 

混合但以自动化为主 

全自动执行 

情景实验 无 

Raisch & Krakowski 

(2021) 

自动化 

增强 
理论论文 无 

Guo et al. (2025) 
自动化 

增强 
实地问卷调查 

6 题项 

5 题项 

Gama & Magistretti 

(2025) 

替代 

强化 

揭示 

综述论文 无 

Huang & Rust (2018) 

机械智能 

分析智能 

直觉智能 

同理心智能 

理论论文 无 

王欣等(2021) 
协助者 

替代者 
情景实验 单题项操纵检验 

蒋建武等(2024) 

辅助智能 

增强智能 

管理智能 

自主智能 

元分析 无 

交互度 

Sowa  et al. (2021) 

分离 

互补 

相依 

混合 

质性研究 无 

Makarius et al. (2020) 

仿真 

自治 

增强 

共生 

自动化 

放大 

理论论文 无 

李晓曼和陈丽(2024) 
人机增强型 

人机阻滞型 
实地问卷调查 

3 题项 

3 题项 

Gomez et al. (2025) 

AI 优先协助 

AI 跟随协助 

二次协助 

请求驱动的 AI 协助 

AI 引导的对话式用户参与 

用户引导型交互调整 

委派 

综述论文 无 

研究不足：员工-AI协作分类视角较为单一，划分类型相对零散，缺乏有效整合框架，同时亟待更为全面的测

量量表。 

2.3 员工-AI 协作的前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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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弄清楚什么因素会影响员工-AI协作，才能帮助员工、管理者与企业有效管控。员

工-AI 协作涉及到两个重要主体—人类员工和 AI，此外，二者协作过程会涉及任务特征和

组织情境。因此，接下来主要就这四方面进行综述。 

1）员工因素。员工-AI协作不但取决于 AI的特征，也受到人类员工特征影响。已有研

究显示，员工对待 AI 的态度，知识技巧和能力(KSAs)，甚至是大五人格都会影响到协作过

程(尹萌，牛雄鹰，2024)。Kong等人(2023)的研究指出，高 AI意识会降低员工对 AI的接受

度，对员工-AI协作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具备较强 AI素养和能力的人则可以与 AI 更好形成

优势互补(Jia et al., 2024)。Tang 等人(2022)发现高责任心和高有序性的员工，反而更难从与

AI 的协作中获益。 

2）AI 特征。AI 特征是协作系统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Anthony et al., 2023)。目前研究

主要从物理属性、心智属性和伦理属性三个维度刻画 AI 特征(Glikson & Woolley, 2020)。AI

的物理属性包括有形性和拟人性。研究表明具有实体形态的 AI 和适度的拟人性可增强员工

对 AI 的信任和好感，从而实现更优的员工-AI 协作(Glikson & Woolley, 2020；Guha et al., 

2023)。AI 的心智属性包括情感性和机能性。研究发现，高情感性的 AI 可以拉近与人之间

的关系，进而实现更好的协作互动(Dutta et al., 2023)；高机能性的 AI 具备更强的问题解决

能力，在辅助人类更好完成工作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甚至在协作过

程中替代人类(Seeber et al., 2020; Yam et al., 2023)。此外，AI 的伦理属性，包括透明度和可

靠性也会影响到人-AI 协作。Glikson 和 Woolley (2020)的研究发现 AI 低透明度会导致算法

偏见，降低人对 AI 的信任，进而影响彼此协作。类似的，当 AI 可靠性低时，其能力会被

质疑，进而影响彼此协作(Wang et al., 2024)。 

3）任务特征。对于复杂的任务来说，更需要员工与 AI 的相互配合。AI 的介入可以帮

助员工解决很多基础工作，从而使得员工更聚焦于核心任务，增强能力(Jia et al., 2024)。此

外，Glikson 和 Woolley (2020)发现，与情感-社会型任务相比，员工更倾向于信任从事认知-

分析性任务的 AI，从而实现更好的优势互补。 

4）组织情境。Wilson 和 Daugherty (2018)强调，员工与 AI 的协作依赖于组织在 AI 应

用全流程中的深度投入。对于组织准备和组织支持高的企业来说，员工与 AI 之间的协作将

相对和谐，同时，组织氛围和文化也会影响到员工对于 AI 的接受和使用，进而改善员工-

AI 协作，达到更优的匹配模式(李燕萍，陶娜娜，2022)。 

2.4 员工-AI 协作的后果研究 

早期关于员工-AI协作的作用结果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近年来，随着实证研究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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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主要是实验研究)，研究者开始更为精确、科学地展现员工与 AI 协作的后果。目前对

于员工与 AI 协作的作用效果，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表现为正向观、负向观以及综

合观。 

正向观。资源保存理论视角下，学者们大多认为 AI 可以作为一种有效资源，帮助员工

达到更好的工作结果。Jia 等人(2024)的实地实验发现，AI 帮助生成销售线索，从而节省员

工的时间精力，达到认知资源保存的目的，尤其是对于高技能的员工来说，可以提高他们

的创造力和销售量。韩明燕等人(2024)的研究发现员工-AI 协作增加了对员工的信息搜寻支

持和创意探索支持，从而提高了员工的越轨创新。Qiu 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 AI 可以作为

一种外部资源，降低一线员工的身心疲惫，激发积极情绪，从而提高服务绩效。 

负向观。压力理论视角下，学者们大多认为与 AI 协作会给员工带来一定的压力，从而

导致一些消极结果。Yam 等人(2023)基于压力认知评估理论，发现与 AI 合作会带来员工的

工作不安全感，进而导致耗竭和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何勤等人(2024)的研究发现，与 AI

合作的压力将导致员工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导致他们的知识隐藏行为。此外，角色理论

也指出，与 AI 协作可能带来角色模糊和角色威胁，导致负面结果。Tang 等人(2022)的研究

表明，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会通过降低角色宽度效能与增加角色模糊等机制，对高尽责性

员工的工作绩效产生消极影响。Cao 等人(2023)的研究发现，员工与 AI 合作时 AI 身份威胁

将激发员工的心理授权，进而导致他们做出不道德行为。 

综合观。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指出，与 AI 协作既可能导致损耗，也可能形成增益。蒋

建武等人(2024)的研究以工作要求-资源模型为基础，对当前工作场所 AI 应用对员工的影响

进行了元分析，指出当 AI 被认为是消耗员工资源的损耗因素时，会导致员工消极行为，而

当 AI 被认为是可以减少员工物质和心理损耗的增益因素时，则可以激发员工积极行为。桂

橙林等人(2024)的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指出 AI 挑战意识会通过趋近型人机工作重塑

正向影响创新绩效，AI 威胁意识会通过回避型人机工作重塑负向影响创新绩效，AI 的各项

特征将会调节上述关系。张恒等人(2023)的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究了员工-AI协作

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 AI 作为工作要求可以通过增强工作不安全感的损耗路径负向影响员

工创新，另一方面，AI 作为工作资源，可以通过增强工作自主性感知的增益路径激发员工

创新行为。此外，韩明燕等人(2025)的研究发现员工-AI 协作与员工创新行为呈现倒 U 型关

系，只有适度的合作才能激发最优的认知灵活性，从而最有利于创新。 

总结上述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大多将员工-AI协作认为是一个整体构念，缺乏对不同协

作类型的影响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通过分类对员工-AI协作结果进行探索，如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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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曼和陈丽(2024)探讨了人机增强型交互和人机阻滞型交互通过技术替代感对员工工作创

新产生的差异化影响。Guo 等人(2025)通过对中国 200 家医院中的 400 名医生的实地调查，

分析了不同类型 AI 的使用对医生工作表现的影响。遗憾的是，这类研究目前还十分匮乏，

亟待丰富。 

图 1 是对员工-AI 协作现有文献研究的整理。 

员工因素
-态度

-KSAs

-AI素养

-大五人格

AI特征
-AI物理属性

（有形性、拟人性）

-AI心智属性

（情感性和机能性）

-AI伦理属性

（透明性和可靠性）

组织情境
-组织准备
-组织支持

-组织氛围

员工-AI协作

角色理论
-角色宽度效能
-角色模糊

-角色威胁

压力理论
-工作不安全感

-创新自我效能

-相对剥夺感

-威胁感

-替代感

资源保存理论
-资源支持
-自我效能

-身心疲惫

-积极情绪

任务特征
-任务复杂度

-任务类型

前因变量

正向观
-工作重塑
-组织公民行为
-服务革新

-知识共享

负向观
-工作退缩
-不道德行为
-服务破坏

-知识隐藏

综合观
-工作绩效
-创新行为

-决策质量

理论视角

结果变量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损耗

-增益

仅关注各单一因素
的 净效应 影

响，而忽视多个因
素的联合效应

将员工-AI协作概括
为一个整体变量，
忽视差异化的协作

模式

现有研究聚焦于认
知机制，情感关注

不足

过往研究大多局限
于客观结果，忽略
了员工的主观感受

边界条件聚焦于员
工层面，组织干预

策略亟待补充

调节变量
-员工尽责性

-员工AI使用熟悉度

-员工专业程度

-员工学习目标导向

-组织AI准备

现有文献中存在的不足

 

图 1 员工-AI 协作现有文献总结框架图 

2.5 研究述评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员工-AI 协作研究现状的回顾，发现如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1）员工-AI 协作的类型划分与量表开发亟待进行 

清晰的概念界定和准确的测度量表是员工-AI 协作研究开展的基础。虽然学者们分别

从角色能动性和交互程度的视角进行了类型划分，但单一维度的分类方式是相对片面的、

不完整的，因此，有必要基于从能动性和交互度的双重维度划分员工-AI协作的类型。此外，

目前员工-AI协作研究大多是理论研究或者实验研究，缺乏成熟的测量工具对该构念进行测

度，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实证研究的开展。尽管近两年一些学者尝试着进行量表开发，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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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要么是将员工-AI 协作作为一个整体构念 (Kong et al., 2023；韩明燕 等，2024)，要么

是从单一维度特征进行分类与测量 (李晓曼，陈丽，2024)，缺乏系统性。因此有必要针对

每种类型的员工-AI 协作开发相应的测量工具，为后续探讨不同类型员工-AI 协作的原因和

作用结果奠定实证基础。 

（2）不同类型的员工-AI 协作驱动路径有待推进 

尽管有研究指出员工、AI、任务和组织共同构成了员工-AI 协作系统的输入端(尹萌，

牛雄鹰，2024)，但这部分研究大多将员工-AI 协作视为一个整体构念，忽视了不同类型员

工-AI 协作模式的差异化动因，同时多聚焦于单一因素的“净效应”影响，忽视了多重因素的

联合效应和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员工-AI协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有任何

一方面因素可以孤立地导致员工-AI协作类型，各种要素的组合匹配才会导致不同水平，不

同类型的员工-AI协作模式。遗憾的是，目前缺少系统性的文献证据说明什么样的要素组合

模式会导致何种类型和何种水平的员工-AI 协作模式。因此有必要同时纳入“员工-AI-任务-

组织”四重因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导致不同类型与不同水平员工-AI 协

作模式的组态构型。 

（3）不同类型的员工-AI 协作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研究有待深入开展 

目前关于员工-AI 协作的影响研究，结论不一，而这种不一致结果的背后机制可能与

员工-AI 协作类型有关。尽管有学者指出，员工-AI 协作模式具有多样性(Raisch & 

Krakowski, 2021)，但究竟每种协作模式对员工工作结果产生何种影响，为什么产生该种影

响，目前研究并未予以足够关注。同时，目前的影响研究主要关注客观工作结果影响，忽

视了员工的主观感受。此外，关于员工-AI协作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聚焦于认知机制，对情

感关注不足，无法全面揭示员工-AI 协作的内在机理。最后，在探讨员工-AI 协作的影响时，

目前研究大多关注员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Bankins et al., 2024)，忽视了组织层面管理干预措

施的作用。基于此，有必要从认知和情感双机制考虑不同类型员工-AI协作模式对员工主客

观工作结果的影响，并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管控。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聚焦于数智时代员工-AI协作的理论模型构建。首先，厘清员工-AI协作的类型，

开发相应测量量表；其次，考察员工-AI协作的多元驱动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

最后，探究员工-AI协作对员工工作绩效和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总体研究框架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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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员工-AI协作影响因素的组态

效应研究
研究一：员工-AI协作分类与测量

认知过程
认知拓展

认知懈怠

研究三：员工-AI协作影响员工工作结果

的作用机制与干预措施研究

员工-AI协作构念测量、前因组态与影响机制研究

员工-AI协作类型有哪些？

如何测度？

不同类型员工-AI协作会带来什么差

异化后果？怎样干预？

前因 后果

情感过程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不同类型员工-AI协作的原因

是什么？

决策主权培育

AI

能动

员工
能动

高交互

低交互

共生型

替代型

增强型

辅助型

组
态

工作

绩效

员工特征
员工的AI素养

员工的AI意识

AI特征
AI技术水平

AI可靠性

任务特征
任务复杂性

任务类型

组织特征
组织资源

组织文化

工作
幸福

感

功能拓展计划

动态贡献评估

转型引导支持

工作

绩效

 

图 2 本研究整体框架 

为解决上述所提出的科学问题，本研究将综合文献综述、焦点访谈、眼动追踪和脑电

实验、问卷调查、二手数据、行为日志等多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研究一采用质性研究

和量化研究相结合，通过文献分析、德尔菲法、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得员工-AI协

作的测量条目，形成量表。研究二基于线上问卷调查，采用fsQCA（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识别“员工-AI-任务-组织”对员工-AI协作的组态效应。研究三通过

实验室眼动追踪和脑电实验，结合实地调查问卷、二手数据和行为日志，探究不同类型员

工-AI 协作的影响效果。表3总结了各研究的样本选择范围、数据获取方法和主要分析方法。 

表 3 各研究数据主要获取方法与分析方法 

研究内容 
样本选择标准

和范围 
数据 

主要获取方法 
主要收集的数据 主要分析方法 

研究一:  

员工-AI 协作

的分类与测量 

 量表开发

阶段不划定行

业范围，招募

来自不同行业

背景、具有丰

富 AI 协作经

验的员工 

 量表验证

阶段聚焦于高

端制造业 

 文献分析 

 德尔菲法 

 深度访谈 

 问卷调查 

 员工-AI 协作的测量

条目 

 编码 

 因子分析 

 

研究二： 

员工-AI 协作

影响因素的组

态效应研究 

 不限定行

业范围，在见

数平台进行大

规模问卷发放 

 线上问卷调查 

 员工、AI、任务和组

织的各方面特征数据 

 员工-AI 协作模式 

 fsQC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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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 

员工-AI 协作

影响员工工作

结果的作用机

制研究 

 实验室实

验采用高校学

生样本 

 实地调研

聚焦于智能制

造企业 

 实验室眼动追

踪和脑电实验 

 实 地 问 卷 调

查、二手数据、

行为日志 

 

 眼动追踪和脑电实

验数据（注视时间

比、瞳孔直径变化

率 、 扫 视 路 径 熵

值、θ波、γ波、α波

不对称性） 

 员工-AI 协作模式 

 认知和情感过程 

 管理干预措施 

 工作绩效 

 工作幸福感 

 多模态数据分析 

 方差分析 

 文本分析 

 OLS 回归分析 

 

 

3.1 研究 1：员工-AI 协作的分类与测量 

3.1.1 员工-AI 协作的类型划分 

现有研究大多根据AI的角色将其划分为工具和伙伴、替代者和协助者，这类划分方式

只关注了AI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忽视了员工与AI之间的协作属性。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要根

据员工-AI交互程度来划分员工-AI协作模式(Gomez et al., 2025)。为了更加全面地捕捉员工-

AI协作特征，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相关基础上，整合能动性和交互度来对员工-AI协作类型

进行划分，提出员工-AI协作包含两个核心维度：员工-AI 能动性(以员工能动性为核心 vs. 

以 AI 能动性为核心)与员工-AI交互度(低 vs. 高)。 

维度 1：员工-AI 能动性 (以员工能动性为核心 vs. 以 AI 能动性为核心)。员工-AI 协作

中，员工与 AI 的能动性配置旨在刻画在特定工作任务流程中，发起行动、做出判断、承担

责任与施加影响的能力在员工与 AI 之间的分布关系。目前关于 AI 角色有两大代表性理论

视角，即结构化理论(Giddens，1984)和行动者网络理论(Leonardi，2011)，这两种理论在人

类能动性(human agency)和技术能动性(technology agency)之间的优先级与从属关系等方面有

较大区别。结构化理论及其衍生理论认为，虽然技术和人的能动性都影响着人的行为，但

是人的能动性始终处于领导地位，技术则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Orlikowski，2000)。然而，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代理(AI-Agent)的出现，AI 从以前只能作为辅

助工具的角色进阶为能够主动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行动者(殷杰，2024)。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可技术的能动性、施事性以及技术与人之间的语义等同性，并将技术视

为和人类平等的行动者(沈培，李建清，2021)。鉴于此，本研究将“能动性”（划分为“以员

工能动性为核心”与“以 AI 能动性为核心”两端）作为员工-AI 协作模式的第一个维度。以员

工能动性为核心的协作过程中 AI 主要依赖员工指令触发，缺乏自主决策能力；以 AI 能动

性为核心的协作过程中 AI 能够主动采取行动以实现特定目标。需要强调的是，过去不少研

究采用主导权(Dominance)、主体性(Subjectivity)，以及自主性(Autonomy)等来描述员工-AI

协作过程中两者的关系，然而“主导权”聚焦于权力关系的静态结构，具有极强的控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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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容易形成二元对立局面(Cummings & Bruni， 2010）；“主体性”指向意识体验的内在状

态，触及“AI 是否应被赋予法律/道德主体地位”、“工作意义消解”等根本性哲学与伦理问题

(丁耀鹏，2025)；“自主性”描绘了 AI 自我决定与独立运作的程度，忽视了员工的角色属性

(蒋建武等，2024)；只有“能动性”准确刻画了员工与 AI 在行动者网络中关系的生成过程，

为理解二者协作模式提供理论基石(Latour，2005; Leonardi，2011)。此外，“能动性”是一个

多维、动态且情境依赖的概念，本研究划分的以员工能动性为核心和以 AI 能动性为核心属

于能动性角色配置的两种极端和典型模型，目的是帮助识别和描述复杂现象中的根本特征。

事实上，能动性是一个从“完全以员工能动性为核心”到“完全以 AI 能动性为核心”的连续体，

实际工作中存在大量员工与 AI 相互影响的混合状态，员工和 AI 能动性的动态转换很常见。 

维度 2：员工-AI 交互度(低 vs. 高)。员工-AI 交互度是指员工与 AI 互动的频率和信息

交互的深度(Makarius et al., 2020)。本研究通过前期的访谈发现，目前员工与 AI 的协作模式

在互动频率和深度上存在明显差异，以某品牌电饭煲研发为例，受访者表示“为了了解用户

对电饭煲的反馈，我只需要把电商平台的评论批量输入，AI 就会自动生成分析报告，不需

要我做太多事情”，不过也有受访者表示“为了研发新型电饭煲，我会通过 AI 不断强化学习

来模拟不同食材的加热曲线，从而优化米饭口感”。鉴于此，本研究将员工-AI 交互度(低 vs. 

高)作为员工-AI 协作模式的第二个维度。低员工-AI 交互度意味着员工与 AI 互动频率低、

交互内容浅，甚至出现员工与 AI 各行其是、缺乏有效协作的情况(Sowa et al., 2021)，而高

员工-AI交互度则说明两者互动紧密，深度交流。由此可见，员工-AI交互是一个从“低交互

（一次性指令）”到“高交互（实时深度互动）”的连续体。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一个 2×2 构念模型来划分不同类型的员工-AI 协作模式。如表 4

所示，并将其分别命名为增强型员工-AI 协作(Augmentation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共

生型员工-AI 协作(Symbiosis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辅助型员工-AI 协作(Assistance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以及替代型员工-AI 协作(Substitution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认为员工-AI协作不是由多个子维度组成的总体结构，相反

的，每种类别都是一个单独的构念。下面针对每种类型的员工-AI协作模式给出明确定义，

并提供典型例子帮助理解，同时与相关构念进行比较，最终形成员工-AI 协作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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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员工-AI 协作的构念模型 

能动性 

 

交互度 

 

以员工能动性为核心 以 AI 能动性为核心 

高交互 

增强型员工-AI 协作 

（Augmentation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共生型员工-AI 协作 

（Symbiosis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定义：员工作为任务的核心行动者，AI

作为智能伙伴，通过高频次双向交互的

知识传递、认知拓展和决策支持，持续

增强员工专业能力的协作模式 

定义：员工与 AI 构成一个紧密耦合的联合认

知系统，相互依存，互补共生，共同优化任

务和决策的协作模式 

典型例子： 

AI 辅助临床决策 

营销分析工具推荐策略 

典型例子： 

医生与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实时配合 

设计师与 AI 反复迭代创作 

相关构念： 

增强模式(Raisch & Krakowski, 2020) 

人机增强型交互(李晓曼，陈丽，2024) 

相关构念： 

人机深度融合(王红卫 等，2023；翁智刚等，
2025) 

人机共存(Jia et al., 2024) 

混合智能(Dellermann et al., 2019) 

低交互 

辅助型员工-AI 协作 

（Assistance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替代型员工-AI 协作 

（Substitution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定义：员工作为任务的核心行动者，AI

作为被动工具，通过低频单向交互响应

具体、明确的指令，不参与员工的认知

决策或能力进化过程的协作模式 

定义：AI 通过自主感知、决策与执行独立完

成原本由员工承担的任务，员工仅保留最低

限度的监督权或系统控制权，交互频率极低

的协作模式 

典型例子： 

与文本校对工具协作 

与客服机器人协作 

典型例子： 

自动化仓储系统情境下的员工-AI 协作 

自动驾驶系统的员工-AI 协作 

相关构念： 

辅助工具(Shneiderman et al., 2017) 

辅助智能(蒋建武 等，2024) 

AI 辅助(王欣 等，2022) 

相关构念： 

自动化模式(Raisch & Krakowski, 2020) 

AI 替代(王欣 等，2022) 

自主智能(蒋建武 等，2024) 

增强型员工-AI 协作。增强型员工-AI 协作处于构念框架中的左上角，在该象限中，员

工作为任务的核心行动者与 AI 交互频繁，深度协同。因此本研究将增强型员工-AI 协作定

义为：员工作为任务的核心行动者，AI 作为智能伙伴，通过高频次双向交互的知识传递、

认知拓展和决策支持，持续增强员工专业能力的协作模式。代表性的案例场景包括 AI 辅助

临床决策、营销分析工具推荐策略。与之相似的构念包括增强模式(Raisch & Krakowski, 

2020)、人机增强型交互(李晓曼，陈丽，2024)。 

共生型员工-AI 协作。共生型员工-AI 协作处于构念框架中的右上角，在该象限中，AI

具有高度能动性，且员工-AI 高频交互，深度协同。因此本研究将共生型员工-AI 协作定义

为：员工与 AI 构成一个紧密耦合的联合认知系统，相互依存、互补共生，共同优化任务和

决策的协作模式。该模式具有实时反馈、动态适应和系统不可分割性。代表性的案例场景

包括医生与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实时配合、设计师与 AI 反复迭代创作。与之相似的构念包括

人机深度融合(王红卫 等，2023；翁智刚 等，2025)、人机共存(Jia et al., 2024)、混合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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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ermann et al., 2019)。需要特别说明，共生型员工-AI 协作与增强型员工-AI 协作的最大

区别在于能动性。共生型协作模式中员工与 AI 互为一体，AI 具有极强的能动性(如医生与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实时配合)；而增强型协作模式则仍然保持以人类员工作为核心行动者(如

AI 辅助医疗决策)。 

辅助型员工-AI 协作。辅助型员工-AI 协作处于构念框架中的左下角，在该象限中，员

工作为核心行动者，AI 主要是作为辅助工具出现，且员工-AI 交互频率不高。因此本研究

将辅助型员工-AI 协作定义为：员工作为任务的核心行动者，AI 作为被动工具，通过低频

单向交互响应具体、明确的指令，不参与员工的认知决策或能力进化过程的协作模式。代

表性案例场景包括与文本校对工具协作、与客服机器人协作。与之相似的构念包括辅助工

具(Shneiderman et al., 2017)、AI 辅助(王欣 等，2022)。需要特别说明，辅助型员工-AI 协作

与增强型员工-AI协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员工能力是否得到了提升。辅助型协作模式维持员工

原有能力水平，仅减少体力/时间消耗(如与 AI 报表工具协作)，而增强型协作模式则会通过

技术补偿或扩展，增强员工的能力(如与 AI 营销分析工具合作)。 

替代型员工-AI 协作。替代型员工-AI 协作处于构念框架中的右下角，在该象限中，AI

能动性高，自主性强，员工与 AI 交互频率低，程度浅。因此本研究将替代型员工-AI 协作

定义为：AI 通过自主感知、决策与执行独立完成原本由员工承担的任务，员工仅保留最低

限度的监督权或系统控制权，交互频率极低的协作模式。代表性案例场景包括自动化仓储

系统情境下的员工-AI 协作、自动驾驶系统的员工-AI 协作。与之相似的构念包括自动化模

式(Raisch & Krakowski, 2020)、AI 替代(王欣 等，2022)和自主智能(蒋建武 等，2024)。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提出的四类员工-AI 协作模式是在当前研究基础上总结得到的

最普遍存在的、最主流的四种类型，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其他类型。未来研究还可以从协作

委派视角(Fügener, et al., 2022)和协作顺序(Gomez et al., 2025)等角度进一步对员工-AI 协作类

型进行划分。此外，研究提出的四种员工-AI协作模式属于理想状态，它并非对现实进行硬

性归类，而是通过提炼关键特征（能动性与交互度）构建出的分析工具，便于与现有研究

进行对比和整合。事实上，现实中的任何一项具体协作，都可以在表 4 的二维坐标系中定

位为一个点，而非必须落入某个象限。四种模式对应的是坐标系中的四个典型区域，它们

之间是平滑过渡的。也就是说，四种协作模式是有意义的理论建构，描述的是一个连续光

谱上的典型区域，而非互斥的类别。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采用连续型量表测度四种协作模

式，从而精准刻画协作状态。这正凸显本研究开发量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1.2 针对四类员工-AI 协作模式的量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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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与 AI 协作研究中较为常用的量表包括人-AI 信任量表、协同效能量表、接受度

量表、自动化适应量表，算法欣赏和算法厌恶量表等。然而上述量表要么是聚焦于人对 AI 

的态度，如信任，欣赏，厌恶等(罗映宇 等，2023)，要么是关注协同水平和结果，如协同

效能量表和自动化适应量表，鲜有涉及员工-AI 关系(张志学 等，2024)。此外，目前关于员

工-AI 协作的研究大多采用实验研究，量表开发工作相对滞后。 

经梳理，员工-AI 协作的测量工具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 Kong 等人(2023)编制的单维

度 5 题项量表。该量表将员工-AI 协作视为一个整体概念，代表性题项包括“AI 参与我的工

作决策过程”。然而该量表忽视了员工-AI 协作存在不同类型，单维度题项难以完整捕捉协

作的具体过程，其本质是在测AI的嵌入度，而非员工-AI协作。二是由李晓曼和陈丽(2024)

根据工程技术领域广泛使用的人机交互四阶段模型开发的人机增强型交互量表和人机阻滞

型交互量表，以及 Guo 等人(2025)根据 Raisch 和 Krakowski(2021)改编的 AI 自动化量表和

AI 增强量表。不过李晓曼和陈丽(2024)的量表更为强调认知层面，忽视了普遍存在的结构

化任务；Guo 等人(2025)的量表则主要关注 AI 角色的能动性，忽视了员工-AI 交互度。当

然，他们也没有关注到辅助型协作模式和共生型协作模式的存在。 

基于现有研究在量表开发方面的不足，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在明确员工-AI协作内涵的基

础上，针对上述四种类型的员工-AI协作模式开发更加科学合理的量表，为后续实证研究奠

定基础。本研究拟遵循规范的量表开发程序(Hinkin，1998)，通过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和半

开放式问卷的方式，从多渠道采集员工-AI 协作的评价条目，形成初始的指标条目库；再

通过专家小组讨论对生成的条目进行撰写、分类和修订；接下来将初始量表制作成电子问

卷，联系采用员工-AI 协作工作模式的企业开展量表预测试，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量表

进行修订；最后进行大规模问卷发放，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聚合效度和区分

效度分析，以及效标效度检验等开发出最终的员工-AI 协作正式量表。 

表 5 展示了四类员工-AI 协作模式的示例题项，具体题项还有待后续研究开展再做调整。 

表 5 员工-AI 协作模式与示例题项 

员工-AI 协作模式 示例题项 

增强型员工-AI 协作 

1. 我依赖 AI 提供信息支持，但不会让它替代我的专业判断 

2. AI 提供的数据和分析，为我做出关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3. 通过与 AI 的协作，我的专业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 

共生型员工-AI 协作 

1. 我与 AI 共同制定任务解决方案，而非单方面执行它的建议 

2. AI 会根据我的反馈动态调整其输出策略 

3. 在复杂任务中，我和 AI 的角色分工会随情境灵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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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型员工-AI 协作 

1. 我仅通过简单指令（如点击按钮）触发 AI 执行固定任务 

2. 我将 AI 视为一个功能更强大的工具，类似于计算器或搜索引擎，而非一

个协作伙伴 

3. 我使用 AI 时不需要深度思考或调整其工作逻辑 

… 

替代型员工-AI 协作 

1. AI 独立完成了原本由我负责的大部分工作 

2. AI 在任务执行中无需我的实时干预 

3. 我的角色从执行者转变为 AI 系统的监督者 

… 

3.2 研究 2：员工-AI 协作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研究 

在明晰了员工-AI 协作模式的类型、内涵和测量后（研究 1），研究 2 聚焦于不同类型

员工-AI 协作模式的影响前因，即为什么同样是员工与 AI 交互协作，却会产生差异化的协

作模式？尽管有研究指出，“员工-AI-任务-组织”共同构成的交互系统会影响到员工与 AI 的

协作行为(尹萌，牛雄鹰，2024)，但该研究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将员工-AI 协作概括为

一个整体变量，忽视了不同类型协作模式的差异化驱动路径；二是探究员工-AI协作的影响

因素时，仅关注各单一因素的“净效应”影响，而忽视多个因素的联合效应，无法揭示不同

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弥补以上不足，研究 2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运用组态思维整

合“员工-AI-任务-组织”四方面要素，探究不同要素组合如何导致不同类型的员工-AI 协作模

式和水平。 

3.2.1 影响因素识别和独立影响论述 

员工-AI 协作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研究 2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选取了“员工-AI-

任务-组织”四方面要素来探究不同类型员工-AI 协作的影响因素。社会技术系统理论(Socio-

technical System Theory)指出社会技术系统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构成：社会系统和技术

系统。社会系统关注人的属性、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组织环境，技术系统则涉及运作流程、

技术方法和基础设施等(Leavitt，1965)。基于该理论，员工-AI 协同工作模式需要关注组织

的社会系统(即员工特征、任务特征和组织特征)与技术系统(即 AI 特征)之间的关联，以及

两者的联合优化。接下来就具体变量的选取进行介绍，并分别详细论述各要素的独立影响。 

1） 员工特征。选取员工的 AI 素养和员工的 AI 意识作为衡量员工层面驱动因素的两

个关键指标。第一，员工的 AI 素养是指员工在工作场景中有效使用、理解和管理 AI 的综

合能力。AI 素养高的员工可以更好地与 AI 进行协作，实现有效赋能和优势互补(Jia et al., 

2024)。第二，员工的 AI 意识是指员工意识到 AI 在未来可能会取代他们工作的看法，它更

偏向于态度与动机层面，而非具体能力。高 AI 意识意味着对技术较低的包容度和对职业前

C
h

in
aX

iv
:2

0
2

6
0

3
.0

0
1

0
1

v
1

T h i s  v e r s i o n  p o s t e d  2 0 2 6 - 0 3 - 1 7 .

https://chinaxiv.org/abs/202603.00101V1


 

17 

 

 

景更悲观的估计，对员工与 AI 的协作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影响到员工是否愿意与 AI 进行

紧密互动，从而导致差异化的协作模式。 

2） AI 特征。选取 AI 技术水平和 AI 可靠性作为衡量 AI 层面驱动因素的两个关键指

标。第一，AI技术水平是指AI在特定领域或任务中表现出的能力等级和性能特征，反映其

解决问题的效率、复杂度和创新性(Yam et al., 2023)。高 AI 技术水平能够更好赋能员工工

作，甚至可以取代员工，而低 AI 技术水平则只能作为简单的辅助工具，甚至员工不愿与其

协同工作(Filieri et al., 2022)。第二，AI 可靠性是指 AI 功能和行为表现的准确性、一致性和

稳定性，以及能够真正落地使用的可靠性(Glikson & Woolley, 2020)，包括数据可靠性、模

型可靠性和平台可靠性。低可靠性的 AI 将无法取得员工信任(Wang et al., 2024)，进而影响

员工与其协作的频率和深度。 

3） 任务特征。选取任务复杂性和任务类型作为衡量任务层面驱动因素的两个关键指

标。第一，任务复杂性直接影响到任务完成难度和所需资源，在员工-AI协作场景中，决定

了员工与AI的角色分工和交互频率，进而影响协作模式选择。面对低复杂性任务，AI一般

充当辅助角色，由员工主导协作过程；而面对高复杂性任务，往往需要员工和 AI 的共同配

合(Raisch & Krakowski，2021)。第二，任务类型可分为认知-分析型和情感-社会型(Glikson 

& Woolley，2020)。认知-分析型任务对于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数据分析计算能力有较高

的要求，需要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情感-社会型任务对于情绪智力、情感沟通能力、人际

交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有较高的要求，需要消耗大量的情绪资源(Huang & Rust, 2018)。

根据 Glikson 和 Woolley (2020)总结，相比于情感−社会型任务，员工对于从事认知−分析型

任务的 AI 更为信任，因此更可能与 AI 深度协同。 

4） 组织特征。选取组织资源和组织文化作为衡量组织层面驱动因素的两个关键指标。

第一，组织资源是指组织拥有或控制的、能够为其创造价值的有形和无形资产。譬如当组

织对于 AI 的介入有较充足的资金准备、人员准备和技术准备时，员工可以与 AI 进行更好

地配合，而不用担心无法适应 AI 或者被 AI 取代。第二，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成员共同遵循

的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如组织对于 AI 的包容、支持和鼓励。较高的 AI 包容度会促

进员工对 AI 的接受和信任，有助于改善员工-AI 协作，形成更紧密和共生的协作关系。 

3.2.2 员工-AI 协作的组态效应 

研究 2 拟探讨不同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相互作用，揭示不同类型员工-AI 协

作模式的组态构型。具体而言，包含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员工-AI-任务-组织”各要素对员工-AI 协作模式均无法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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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紧密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协作类型和协作水平。谢小云等人(2021)的研究指出，

对于同一个员工而言，在与不同机器进行协作，或者面对不同的工作时，其协作模式和协

作水平都会有所差异。类似的，跟同样的机器进行协作时，不同员工的协作模式也将有所

差异。Jia等人(2024)的研究发现，同样是与AI协同工作，AI更能为高技能员工赋能，而对

于低技能员工，很可能产生替代风险。由此可见，员工-AI协作受各要素间复杂互动的共同

影响。 

第二，不同类型的员工-AI 协作模式(增强型、共生型、辅助型和替代型)的驱动路径存

在差异，且即便是同一类员工-AI 协作模式，也存在不同作用路径。当 AI 技术水平和可靠

性都较强时，此时如果员工具有高 AI 素养，则容易激发增强型甚至是共生型的协作模式；

而如果员工 AI 素养低或 AI 意识高，则更容易导致辅助型甚至是替代型的协作模式。此外，

即便都是辅助型协作模式，有可能是由于员工 AI 素养不够导致只能将 AI 作为简单的辅助

工具(即员工不会用)，也有可能是因为 AI 技术水平一般，只能执行简单的指令操作(即 AI

做不到)，还有可能是由于协作任务本身就简单，无需进行复杂的交互(即任务复杂性驱动)。

由此可见，同样是员工-AI 协作，其影响因素作用路径和驱动机制存在差异。 

综上，员工-AI 协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有任何一方面因素可以孤立地导致员工-AI

协作模式，各种要素的组合匹配才会导致不同水平，不同类型的员工-AI协作模式选择。遗

憾的是，目前缺少系统性的文献证据说明什么样的要素组合模式对员工-AI协作模式有效。

鉴于缺乏这样的先验知识，本研究实质上是探索性的研究。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关

于组态研究的通常做法，研究 2 没有提出先验假设，而是采用归纳方法基于研究结果提出

命题。为了引导探索性研究，研究 2 提出以下研究框架，如图 3 所示。 

研究设计方面，研究 2 通过见数平台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问卷对象限定为过去一个

月内与 AI 有过协作经历的企业员工，旨在揭示员工-AI 协作模式的组态路径。线上形式且

不限定行业有助于广泛覆盖样本，凸显不同员工、AI、任务与组织特征之间的差异，从而

更全面地分析四方面要素对协作模式的影响。此外，各驱动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驱动

路径的背后有怎样的解释逻辑？反映了什么互动机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采用模

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索多个层面驱动因素的联合效应，并揭示不同因素之间

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杜运周，贾良定，2017)。 

 

C
h

in
aX

iv
:2

0
2

6
0

3
.0

0
1

0
1

v
1

T h i s  v e r s i o n  p o s t e d  2 0 2 6 - 0 3 - 1 7 .

https://chinaxiv.org/abs/202603.00101V1


 

19 

 

 

AI特征员工特征

1. 员工的AI素养

2. 员工的AI意识

1. AI技术水平

2. AI可靠性

任务特征

1. 任务复杂性

2.任务类型

组织特征

1. 组织资源

2. 组织文化

员工-AI协作

增强型员工-AI协作

共生型员工-AI协作

辅助型员工-AI协作

替代型员工-AI协作

组态

效应

 

图 3 员工-AI 协作的组态研究框架 

3.3 研究 3：员工-AI 协作影响员工工作结果的作用机制与干预措施研究 

虽然以往研究探讨了员工-AI协作对员工的作用结果，但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

本研究认为员工-AI 协作利弊背后的机制可能与协作类型有关。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 3 将

探究不同类型员工-AI协作模式对于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以及对应的干预措施，研究模型

见图 4。 

×

情感过程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辅助型员工-AI协作

共生型员工-AI协作

认知过程

认知拓展

认知懈怠

增强型员工-AI协作

替代型员工-AI协作

员工-AI协作类型

认知-情感系统

工作绩效

员工工作结果

工作幸福感
功能拓展计划

动态贡献评估

决策主权培育

转型引导支持

干预措施

×

×

×

 

图 4 员工-AI 协作影响员工工作结果的研究模型 

具体来说，研究 3 选择工作绩效和工作幸福感作为员工的工作结果。过往研究在探讨

员工-AI协作后果时，大多局限于客观结果，如任务绩效，创新绩效等，往往忽略了员工的

主观感受，因此研究 3 综合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结果，选取了工作绩效和工作幸福感作为员

工工作结果。工作绩效(job performance)是指完成工作的效率与效能，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

基础，也是管理者用于员工晋升和薪酬管理等重大决策的重要依据。工作幸福感(job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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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是个体工作目标和潜能充分实现的心理感受，是人们生产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是衡

量工作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Zheng et al., 2015)。  

此外，研究 3 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从认知和情感两方面揭示不同类型员工-AI 协

作模式对员工工作结果差异化影响的作用机制。认知-情感系统理论(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CAPS)认为个体对情景的行为反应受到认知-情感加工单元的共同影响

(Mischel & Shoda, 1995)。基于此，研究 3 选取认知拓展和认知懈怠以反映员工-AI 协作过程

中员工的认知过程，选取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以反映员工-AI 协作过程中员工的情感过程。 

最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认为，环境对认知加工冷系统和情感加工热系统具有调节作

用(Mischel & Shoda, 1995)。组织的管理干预措施构成了员工-AI 协作所面临的最直接情境，

影响到员工-AI 协作效果。因此，研究 3 针对四类不同的协作模式，提出了四种针对性干预

措施。具体来说，针对增强型协作模式，引入决策主权培育，以保证员工的核心地位；针

对共生型协作模式，引入动态贡献评估，以明确贡献，保证公平；针对辅助型协作模式，

引入功能拓展计划，破除工具化思维局限；针对替代型协作模式，引入转型引导支持，缓

解员工替代压力，实现员工能力升级。接下来就研究模型展开具体论述。 

3.3. 1 增强型员工-AI 协作与员工工作结果 

在增强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下，AI 作为“外部认知支架”，接管了信息搜集、初步分类

与模式识别等繁重且低阶的认知任务，员工的认知资源得以从信息搬运工的角色中释放出

来，这直接降低了员工的认知负荷，避免了因信息过载导致的决策疲劳和认知耗竭。同时，

AI 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够从人类员工难以察觉的角度提供洞见，激发员工好奇

和思考，促使员工探索多元可能性，从而将认知活动从被动地处理任务转向主动地解决问

题，有效对抗因工作单调而产生的认知无聊(Srivastava et al., 2025)。在此基础上，员工得以

将宝贵的认知资源持续、专注地投入到真正需要人类特质的复杂工作中。此时，AI 扮演着

“能力增强器”的角色，为员工提供个性化决策支持、数据分析以及辅助判断，从而扩展员

工的认知边界和知识获取，帮助员工进行深度思考与大胆创造(吴小龙 等，2023)。这不仅

是认知懈怠的缓解，更是个体认知能力整体的跃迁。因此，本研究认为，增强型员工-AI协

作会降低员工的认知懈怠，增强员工的认知拓展。弱化的认知懈怠和增强的认知拓展将有

助于提升员工主动学习与创新的能力，进而提高员工工作绩效(Marois & Lafond，2022)。 

此外，增强型员工-AI 协作模式还可以通过提供及时、个性化的反馈和支持，让员工

感受到被重视和支持，进而产生积极情感，如自豪感、成就感和工作满足感，从而提升员

工的工作幸福感(Filippelli et al., 202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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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1：增强型员工-AI协作通过降低员工的认知懈怠，增强员工的认知拓展，提升员

工工作绩效；通过激发员工的积极情感，提升员工的工作幸福感。 

3.3.2 共生型员工-AI 协作与员工工作结果 

在共生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下，员工与 AI 形成互补关系。员工利用人类独特的创造性

和情感判断，而 AI 提供大数据分析和流程自动化支持，两者相互融合产生协同效应。这种

模式不仅通过结构性重塑工作内容与认知需求，提升员工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强化工作

意义感与参与度，缓解认知懈怠，同时通过人机能力互补促进认知拓展，从而形成一种平

衡的认知状态，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Glikson & Woolley , 2020)。 

此外，共生型员工-AI 协作强调人与 AI 之间的互惠互利，员工在与 AI 协作过程中可

以感受到一种“伙伴关系”。这种情感联结有助于缓解因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提升

情感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使员工在面对复杂任务时情绪更为稳定，从而对员工工作幸福

感产生积极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2：共生型员工-AI协作通过降低员工的认知懈怠，增强员工的认知拓展，提升员

工工作绩效；通过激发员工的积极情感，提升员工的工作幸福感。 

3.3.3 辅助型员工-AI 协作与员工工作结果 

在辅助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下，员工认知懈怠呈现 U 型关系。具体来说，在低至中度

协作水平下，AI 作为认知卸载工具，接管重复性、程序化任务，使员工得以将认知资源重

新配置于需要人类判断的核心工作。这种工作重塑提升了任务挑战性与员工技能水平的匹

配度，从而增强了工作的内在动机与沉浸体验。即员工-AI协作通过优化认知资源分配与提

升工作意义感，有效抑制了因任务枯燥或资源耗竭引发的认知懈怠(Kitic & Kitapci, 2023)。

当协作程度跨越特定阈值，进入中度协作的临界区域，AI 对常规任务的全面接管，导致员

工丧失了在大量重复实践中，通过接触细微变体来磨练专业直觉、形成适应性判断以及积

累隐性知识的关键机会。此时，员工的元认知活动悄然减弱，标志着 U 型关系的拐点与工

具性依赖的开始。当进入深度协作时，过度的工具依赖会引发系统性认知能力退行。一方

面，员工形成工具化思维惯性(Miller, 2019)，主动思考意愿降低；另一方面，长期缺乏对

高阶认知技能(如批判性思维、复杂判断)的主动运用与练习，导致这些能力因“废用”而退

化，造成元认知持续钝化(Wu et al., 2025)。最终，这种 AI 工具依赖以及元认知能力侵蚀，

致使认知懈怠水平再度上升。因此，辅助型员工-AI协作模式对员工认知懈怠的影响是先降

低后提高的 U 型关系。认知懈怠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最终导致工作绩效的降低。需要

指出的是，在此模式下，AI 是减轻负担的支持工具，并不能提升员工能力边界，因此与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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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认知拓展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此外，辅助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下，AI 与员工之间主要是功能性、工具性的互动，并

未建立情感联结，因此辅助型员工-AI协作模式对员工的情感过程并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基

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3：辅助型员工-AI协作通过认知懈怠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U型影响，而与员工情

感过程和工作幸福感之间并无显著关系。 

3.3.4 替代型员工-AI 协作与员工工作结果 

在替代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下，AI 部分甚至全部接管了工作任务，使员工在日常工作

中减少主动参与，导致认知投入不足，进而出现认知懈怠(Parasuraman & Manzey, 2010)。

同时，员工可能会感到自身价值被边缘化，无法获得原本由工作任务带来的认知刺激和成

长机会，从而影响整体工作绩效。 

此外，当 AI 部分替代员工工作时，员工很可能会体验到失控感、焦虑和身份危机，

这会引发一系列消极情绪，如不安全感、挫败感甚至抵触情绪(唐小飞 等，2021)。长此以

往，这种负面情感会降低员工对工作的热情和投入度，从而显著降低工作幸福感。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4：替代型员工-AI协作通过触发员工的认知懈怠降低员工工作绩效，通过引发消

极情感降低员工的工作幸福感。 

3.3.5 四种员工-AI 协作模式与员工工作结果的比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增强型与共生型协作均能通过降低认知懈怠、增强认知拓展

和激发积极情感改善工作绩效，提升幸福感，但增强型协作关系仍强调员工的能动性，AI

起到的是增强作用，因此只是“单向”的提升效应；而共生型协作模式则更强调双向互动和

协同进化，因此在工作绩效和幸福感方面具有更持久、深层的正面效应。基于此，本研究

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5a：相比于增强型员工-AI协作，共生型员工-AI协作更能降低员工认知懈怠、激

发员工的认知拓展和积极情感，因此对员工工作绩效和工作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此外，虽然辅助型员工-AI 协作和替代型员工-AI 协作都存在认知懈怠，但辅助型协作

模式下，员工通常还保留主动参与和自主决策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认知过程；而替

代型协作模式往往使员工感受到角色边缘化和控制权丧失，从而更容易激发认知懈怠和消

极情绪，如焦虑、不安全感等，这会对工作绩效和幸福感产生更显著的负面影响。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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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5b：相比于辅助型员工-AI协作，替代型员工-AI协作更能触发员工的认知懈怠和

消极情感，因此对员工工作绩效和工作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3.3.6 不同管理干预措施的匹配调节作用 

（1）决策主权培育对增强型员工-AI 协作模式的调节作用 

对于增强型员工-AI协作来说，如何明确员工在协作地位中的能动性甚至是主体性是一

个重要问题，决策主权培育措施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决策主权培育是指在人机协作场景中，通过制度设计、能力建设和技术适配，系统性

提升员工在决策过程中的自主性、可控性和责任意识，确保其在 AI 辅助下仍能保持核心决

策权力的动态发展过程(Spreitzer et al., 1995)，其本质是通过组织干预平衡技术赋能与人类

主体性。在增强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下，可以保持员工的独立判断，增强对 AI 建议的批判

性解读能力，从而进一步缓解认知懈怠，强化认知拓展。此外，高决策自主权可以保证员

工在协作过程中建立对 AI 的合理信任(Lee & See, 2004)，减少技术不确定性引发的焦虑，

强化积极情感体验。弱化的认知懈怠以及强化的认知拓展和积极的情感体验将进一步提升

工作绩效和幸福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6a：决策主权培育正向调节认知懈怠、认知拓展和积极情感在增强型员工-AI 协

作模式与员工工作绩效和工作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决策主权培育水平高时，增强型员

工-AI协作通过缓解认知懈怠、增强认知拓展提升员工工作绩效和通过激发积极情感提高员

工工作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会增强。 

（2）动态贡献评估对共生型员工-AI 协作模式的调节作用 

共生型员工-AI 协作模式强调人机平等共创，员工与 AI 在目标设定、任务执行和成果

优化中形成双向反馈机制(Davenport & Ronanki, 2018)。这种协作模式的核心在于价值共创，

因此明确贡献和公平至关重要，动态贡献评估措施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动态贡献评估是一种基于人机协作场景的价值量化机制，通过实时追踪、多维分析和

迭代反馈，持续评估员工与 AI 在协同任务中产生的知识创造、创新价值及关系效益(赵希

男 等，2025)。实时反馈机制可以帮助员工在与 AI 协作的过程中及时调整知识整合策略，

深化认知重构的实践价值；透明化贡献分配增强公平感知，强化情感认同，从而进一步提

升员工工作绩效和幸福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6b：动态贡献评估正向调节认知懈怠、认知拓展和积极情感在共生型员工-AI 协

作模式与员工工作绩效和工作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动态贡献评估水平高时，共生型员

工-AI协作通过缓解认知懈怠、增强认知拓展提升员工工作绩效和通过激发积极情感提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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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作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会增强。 

（3）功能拓展计划对辅助型员工-AI 协作模式的调节作用 

辅助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以员工为核心决策者，AI 作为可替代工具，其核心价值在于

提升标准化任务效率。这种协作模式下，员工容易形成技术依赖，因此需要通过提升技能

来破除工具化思维惯性。 

功能拓展计划是组织为提升员工与 AI 工具协同效能而设计的系统性干预措施，旨在通

过工具使用培训、功能探索激励、跨场景应用支持，推动员工从基础功能操作向 AI 工具的

高阶功能、创新应用迁移(Day & Schoemaker, 2006)。员工通过掌握 AI 高阶功能(如预测分

析)实现认知升级，从简单依赖转向策略性使用。此时认知依赖与懈怠的负向效应被削弱，

对工作绩效的负向影响也随之削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6c：功能拓展计划负向调节认知懈怠在辅助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与员工工作绩效

之间的中介作用。功能拓展计划措施越丰富，越可以缓解辅助型员工-AI协作与员工认知懈

怠之间的 U 型关系。 

（4）转型引导支持对替代型员工-AI 协作模式的调节作用 

替代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以 AI 完全取代员工原有岗位为特征，员工需通过职业转型重

新定位角色(如生产线工人转岗为机器人运维员)。这种模式的核心矛盾在于技术替代压力

与员工能力转型需求的动态博弈。 

转型引导支持是组织为促进员工适应人机协作模式转型而提供的系统性支持措施，其

核心功能在于通过认知重构、情感疏导与行为赋能，帮助员工完成从传统工作模式向 AI 增

强型工作模式的过渡(张亚莉 等，2024)。转型引导支持措施，如技能培训、心理辅导、资

源支持等，通过降低转型不确定性，改变员工对替代型协作的认知框架与情感反应。透明

化转型路径(如清晰的技能迁移路线图)与心理疏导(如 AI 替代不可怕，反而是职业升级机会)

削弱威胁感知，减少防御性认知反应和消极情感反应，进而减弱对工作绩效和工作幸福感

的消极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6d：转型引导支持负向调节认知懈怠和消极情感在替代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与员

工工作绩效与工作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转型引导支持水平高时，替代型员工-AI协作通

过触发认知懈怠降低员工工作绩效和通过触发消极情感降低员工工作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会

减弱。 

为检验以上假设，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先通过实验室实验研究获取眼动和脑电波数

据确定因果关系，保证内部效度；再采用实地调研(问卷、二手数据、行为日志)，捕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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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工作场景中员工-AI协作的认知情感过程和对员工工作结果的影响，同时验证各项管理干

预措施的有效性，保证外部效度。具体来说，实验室实验以高校学生为实验对象，要求被

试在“智能营销助手”平台与一台智能机器合作撰写校园奶茶店营销文案，通过控制平台构

建四类不同的员工-AI 协作场景。所有参与者均需要穿戴 Tobii Pro fusion-250 眼动仪和便携

式无线 EEG 系统以捕捉眼动和脑电信息，判断认知和情感状态，并根据最终文案效果判定

工作结果。实地调研则选取智能制造企业作为调研对象。智能制造企业业务流程完整、技

术应用前沿，能在“研发-生产-供应链-销售-服务”全链条中，清晰展现从替代到共生的完整

协作模式。如客服中心AI客服替代员工处理标准化服务单(替代型员工-AI协作)；研发团队

使用 AI 进行数据分析、文档处理(辅助型员工-AI 协作)；供应链专家与 AI 系统协同，进行

动态排产、需求预测与风险预警(增强型员工-AI 协作)；“碳基员工”与“硅基员工”组成协同

网络，重塑业务流程与组织架构(共生型员工-AI 协作)。由此可见，智能制造企业完整涵盖

了各类员工-AI 协作模式，为本研究探究员工-AI 协作的影响提供了绝佳场景。 

4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4.1 理论贡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员工如何与 AI 进行协作成为关键问题，这也使得员工

-AI 协作成为了学界所关注的前沿和热点。本研究从员工-AI 协作这一重要的组织实践场景

出发，旨在回答数智时代员工与 AI 如何进行协作，存在哪些协作模式，为什么会存在不同

的协作类型、各类协作模式将带来何种影响以及如何有效管理干预等问题。通过构建“类型

-前因-后果”这一整体研究模型，拓展与丰富人机协作相关研究，帮助员工和组织更好地理

解和利用 AI，实现高效协同，提升员工工作效率和组织生产力水平。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构建员工-AI 协作的分类模型，揭示不同类型员工-AI 协作模式的概念内涵并开

发相应量表，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基础。构建科学合理的分类模型是开展员工-AI协作理论

研究的基础。虽然学者们尝试划分了不同类型的员工-AI协作模式，但无论是从能动性视角

还是交互度视角来划分都是相对片面、不完整的，缺乏一个系统的整合框架(Raisch & 

Krakowski, 2021；Sowa et al., 2021)。此外，目前员工-AI 协作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导致实

证研究开展困难，有必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员工-AI协作开发相应的量表。基于此，本研究整

合能动性和交互度，从双重维度构建了一个 2×2的员工-AI协作构念模型，将其划分为增强

型、共生型、辅助型和替代型四类，同时明晰这四类员工-AI协作模式的内涵和差异，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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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准确地理解员工-AI 协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外，量表的开发为衡量员工-

AI 协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第二，探究不同类型员工-AI 协作模式的形成机理，通过组态研究揭示员工-AI 协作差

异化类型和水平形成的原因，深化了对不同协作模式动因的认识，有力拓展和丰富员工-AI

协作的前因研究。员工-AI协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有任何一种因素可以孤立地导致协作

类型。尽管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就员工-AI协作的前因展开讨论，但它们一方面未区分不同类

型员工-AI 协作模式产生的差异化动因，另一方面大多倾向于研究单一因素对员工-AI 协作

的“净效应”影响，鲜有针对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性探索，导致无法解释影响员工-

AI 协作类型的多重并发因素与因果复杂机制。为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基于社会技术系统

理论，识别了员工特征(员工的 AI 素养和 AI 意识)、AI 特征(AI 技术水平和 AI 可靠性)、任

务特征(任务复杂度和任务类型)和组织特征(组织资源和组织文化)四方面影响因素，探究四

方面因素对于员工-AI 协作的协同效应，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揭示形

成不同员工-AI 协作模式的组态路径，从整体论视角丰富员工-AI 协作前因的解释空间。 

第三，探究不同类型员工-AI 协作影响员工工作结果的差异化认知情感机制，打开员

工-AI 协作作用效果黑箱，同时发掘针对性干预策略，为当前员工-AI 协作效果出现正负效

应相悖的现象提供全新的解释和解决方案。目前关于员工-AI协作的影响研究，常出现结论

不一致的现象，其根源可能在于，一方面现有研究倾向于将员工-AI协作视为一个整体，未

能很好地区分不同类型员工-AI 协作模式的差异化效果(Kong et al., 2023；Tang et al., 2022)；

另一方面现有关于员工-AI 协作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聚焦于认知机制，忽视了情感的作用

(Bankins et al., 2024)，导致机制探究不够全面。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基于认知-情感系统

理论，提出认知过程(认知拓展和认知懈怠)和情感过程(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来共同解释不

同类型员工-AI协作模式(增强型、共生型、辅助型和替代型)与员工工作结果(工作绩效和工

作幸福感)间的作用机制，全面揭示员工-AI 协作的内在机理。同时，在探讨员工-AI 协作影

响时，目前研究大多关注员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Bankins et al., 2024；Jia et al., 2024)，忽视

了组织可以承担的角色，尤其是组织的干预与引导作用。因此本研究引入不同的管理干预

措施(决策主权培育、动态贡献评估、功能拓展计划和转型引导支持)针对性地对四种员工-

AI 协作模式进行管理，从理论上拓展员工-AI 协作的边界效应研究，为理解员工-AI 协作效

果与干预措施提供更为完整全面的理论图像。 

4.2 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于组织管理实践具有以下三点重要指导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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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员工层面，本研究可以帮助员工了解不同协作模式的特点，进行协作模式匹

配与优化，从而增强员工的核心竞争力和适应未来变革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

发展，员工如何与 AI 进行协作成为关键问题。对员工-AI 协作类型的划分，有助于员工认

识到自身在协作中的优势和不足，从而可以针对性地进行技能培训和提升、调整自己的工

作方式。此外，识别“员工-AI-任务-组织”四方面影响因素，探究四方面因素对员工-AI 协作

的联合效应，揭示不同类型员工-AI协作下的差异化组态路径和作用效果，可以发现在何种

协作模式、何种情境下员工更容易获得正向的工作体验与心理满足，从而改善员工工作结

果，实现在数智时代员工与 AI 的高效协同。 

第二，在管理者层面，本研究可以帮助管理者明确员工-AI 协作利弊，从而合理安排

AI 引入计划以及制定个性化的管理策略。人工智能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员工的不

信任与对抗，如何帮助员工适应与 AI 共处，高效协同，是管理者责任所在。本研究通过明

晰不同类型的员工-AI协作模式，并系统性分析其前因后果，可以帮助管理者准确把握员工

与 AI 协作的差异化表现形式，评估不同协作模式的效果，识别员工-AI 协作中的问题与优

化点，实施针对性干预措施，从而实现高效协同。 

第三，在组织层面，本研究能够帮助组织优化资源配置方向，提升整体绩效。本研究

针对不同员工-AI 协作模式的差异化效果提供了相应的管理干预措施(譬如决策主权培育、

动态贡献评估、功能拓展计划和转型引导支持)，有助于厘清不同协作模式的资源需求，从

而帮助组织开展针对性的支持和干预。通过精准投入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确保组织

内部每个环节都能顺利适应 AI 带来的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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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ce era,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ork 

pattern. Against this backdrop, it has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how employee collaborates with AI, 

why different collaboration patterns emerge, what the impacts of distinct collaboration patterns are, 

and how to intervene in them.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conducts a series of explorations 

focusing on the typologi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Firstly, 

based o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agency and interaction, the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is di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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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four typologies: Augmentation, Symbiosis, Assistance, and Substitution, while developing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 scales. Secondly, grounded in sociotechnical systems theory, this study 

identifies influencing factor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employee, AI, task, and organization) and 

investigates their synergistic effects through a configurational approach. Finally, based on the 

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theory, this study introduces cognitive-affective dual 

mechanisms, and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our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 to reveal how 

different types of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shape employee performance and well-being. This 

study theoretically expands the frameworks for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ally 

it provides critical insights for achieving high efficiency of employee-AI collaboration in 

organizations. 

Keywords: Human-AI collaboration, AI, job performance, job well-being 


